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彭丰文

［提要］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

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

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

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

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
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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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

经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积

累了一定的历史教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挖掘和总结。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中原长达一百余年

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兴衰与文化整合措施始

终息息相关，其中既蕴含北魏繁荣发展的内在动

因，具有重要的历史经验; 又隐藏了北魏末年衰亡

的根源，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李克建、张宏斌等

学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视角，较早对这方面进行

了研究，探讨了孝文帝时期文化整合措施与北魏

末年政治乱局的关系，指出孝文帝文化整合政策

的历史局限，①有力推进了这项研究的进程与深

度。但从总体上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较为

薄弱。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北魏对北疆各族早

期历史记忆的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蕴含重

要的历史经验，体现了文化整合措施的积极意义，

是北魏得以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之一。②然而这方

面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是当前研究中的一

个空白。

历史记忆蕴含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

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

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北魏统治者对北

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的整合是文化整合措施的一

部分，不仅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

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而且客观上促进了中华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

贤研究基础之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视角尝试对

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长期以来，文化整合、历
史记忆、情感认同等元素在增强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意

义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意欲抛砖

引玉，推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方

家教正。
一、拓跋鲜卑族源记忆的整合

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原主流社会深受“华夷之

辨”民族观的影响，认为只有具备华夏民族身份才有

资格称帝建国，成为天子。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统治者往往面临民族身份困境，其创建的政权在中原



主流社会面临正统性、合法性的质疑。在十六国北朝

时期，这一问题尤为凸显，因此部分胡人统治者尝试

采取认同华夏族源的方式来摆脱困境。例如匈奴后

裔刘渊追尊汉室刘氏为先祖，以“汉”为国号，“立汉

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1］( P． 2650)。赫连勃勃

“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 P． 3202) ，

自称“朕大禹之后”［2］( P． 3205)。北周统治者宇文氏

制造了“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的政治舆论。［3］( P． 1)

然而这些胡人统治者认同华夏族源的方式往往失

之简略粗放，既没有认真对待族人关于祖先世系

的历史记忆，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文化整合，建构系

统的族源叙述体系，因而难以深入人心，有的甚至

不久就被后继者所推翻。例如刘渊的政治继承者

刘曜上位后，改国号为“赵”，废除以刘氏为祖先的

做法，恢复“冒顿配天”的匈奴传统［4］( P． 2685) ，重新

确认自己和族人的匈奴后裔身份。
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源自北疆塞外，与十六国

北朝胡人统治者面临相同的身份困境，其应对的

基本思路大致相同，同样主动认同黄帝后裔身份，

力图实现从“夷狄”到“华夏”的身份转换，化解身

份困境。所不同的是北魏统治者收到较为理想的

效果，拓跋鲜卑源自黄帝谱系的观念深得其族人

以及北魏治域内华夷各族的认同，成为诏令、家

谱、传记、墓志广泛宣扬和强调的内容。关于这一

点，学界已有较多共识。③北魏统治者为何能实现

这一点呢? 笔者认为，实施文化整合措施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途径。北魏统治者不是简单或片面地

宣扬拓跋鲜卑为黄帝后裔之说，而是对中原传世

文献资料和反映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记忆的民间口

传资料进行整合，建构了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

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系统的族源叙述体

系，并将这一内容编入北魏国史，赋予其官方性质

和权威地位，这是北魏统治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原

因。
拓跋鲜卑早期生活于北疆塞外，处于游牧迁

徙的生活状态。他们对本部族的族源及发展历程

形成了朦胧的历史记忆，但缺乏文字记录，主要靠

口耳相传。史载其“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

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

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5］( P． 1)。在拓跋鲜

卑早期发展历程中，民族史诗、神话传说、歌谣舞

蹈等艺术作品发挥了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功

能。拓跋鲜卑民族史诗《真人代歌》就是其中十分

重要 的 作 品 之 一。《真 人 代 歌》又 被 称 为“北

歌”［6］( P． 1071) ，其素材主要来源于拓跋部民的口耳

传闻，内容丰富多彩，“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

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7］( P． 2828) ，是拓跋鲜卑

早期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入主中原后，北魏统治者积极融入中原文化，

继承和发扬中原统治者重视修史的文化传统，对国

史编撰高度重视。从拓跋珪至孝文帝，数代北魏统

治者坚持不懈地接力编撰北魏国史，以历史书写来

传承和整合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忆，最终通过魏收所

著《魏书》传之后世。拓跋珪在位时期，邓渊受命编

撰《国记》，“渊造十余卷”［8］( P． 635) ，编成了一部北魏

最早的国史资料长编。拓跋焘在位时期，崔浩以

《国记》为基础，增补拓跋珪至拓跋焘时期的相关史

事，“叙成《国书》三十卷”［9］( P． 815)。此后孝文帝元

宏、宣武帝元恪先后命李彪、崔光等史家继续撰修

国史。北齐初年，史家魏收在前人所修北魏国史的

基础上“辨定名称，随条甄举”［10］( P． 2326 － 2327) ，完成

《魏书》的编撰。《魏书》虽然成书于北齐初年，但

是汇聚了北魏几代史家的史学成就，与邓渊《国

记》、崔浩《国书》及李彪等人所修北魏国史具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体现了北魏统治者的立场、旨意和

心态，具有北魏国史的性质。
《魏书·序纪》关于拓跋鲜卑族源的叙述，综

合运用中原文化与北疆文化两种不同来源的资

料，集中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拓跋鲜卑族源记忆

的整合与重构。首先，《序纪》关于拓跋鲜卑源自

黄帝的叙述主要以《史记》《山海经》等中原传世

文献为蓝本。《序纪》开篇即曰:“昔黄帝有子二十

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

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裔始均，

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

之，命为田祖。”［5］( P． 51) 这一叙述在中原传世文献中

大多能够找到对应内容，显示二者在资料来源上一

脉相承的关系。根据《史记》记载，昌意为黄帝二十

五子之一，其母嫘祖“为黄帝正妃”［11］( P． 10) ，昌意的

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颛顼。［11］( P． 11) 而根据《山海

经》记载，始均为黄帝之孙。其文曰:“黄帝之孙曰

始均，始均生北狄。”［12］( P． 681) 其次，拓跋鲜卑民族史

诗《真人代歌》是《序纪》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序纪》中不少内容具有浓厚的民族早期神话传说

的色彩，或者徘徊于历史与传说之间，显示了拓跋

鲜卑早期历史记忆的痕迹。例如拓跋鲜卑长途南

迁，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5］( P． 2) ，幸有神兽引

路才得以走出困境; 又如拓跋鲜卑始祖力微为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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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5］( P． 3)。
根据田余庆先生的考证，上述内容很有可能以《真

人代歌》为蓝本。［13］( P． 216)

由此可见，《序纪》关于拓跋鲜卑的族源叙述，

综合运用中原传世文献和反映拓跋鲜卑早期历史

记忆的民间口传资料，是北魏统治者对中原文化

与北疆文化进行充分整合和精心建构的结果。当

然，这也反映了秦汉以来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不断发展的趋势，符合民族文化融合的自然规

律。由于结合了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记忆元素，

这一族源叙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获得

北魏治域内华夷各族特别是拓跋鲜卑部人的普遍

认同。
与此同时，北魏统治者并不讳言或者淡化、掩

饰祖先源自北疆的事实; 相反，他们对祖先及其在

北疆塞外的历史事迹流露出发自肺腑的热爱与自

豪，给予史诗般的赞美和神话式的渲染，反映了北

魏统治者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的尊重和珍

视。《序纪》不仅坦然承认祖先来自北土，源于大

鲜卑山，“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5］( P． 1) ，而且浓墨

重彩地歌颂拓跋鲜卑祖先的历史功绩与美德，缅

怀其在北疆塞外时期的艰苦创业事迹。例如歌颂

成皇帝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

九十九，威 振 北 方，莫 不 率 服”［5］( P． 1)。此 外《序

纪》罗列了一份清晰、完整的拓跋鲜卑祖先谱系，

不厌其烦地记述从成皇帝毛到始祖拓跋力微共十

五位祖先的谥号、名讳和相关事迹。由于所记时

代过于遥远，而世系记载过于完整，不少学者主张

这是北魏统治者根据中原政治文化需求而精心建

构的结果。不管事实如何，这种记述表达了北魏

统治者对拓跋鲜卑祖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北魏

统治者对《真人代歌》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同样的

民族心理和文化内涵。拓跋珪在位时，在宫廷生

活和国家重要仪式上命人反复演唱《真人代歌》，

“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以

示“礼不忘其本”之意［7］( P． 2828)。缅怀和歌颂祖先

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在拓跋鲜卑内部有深厚

的社会基础，是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凝聚民族情感

的精神纽带，也是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

要途径。这正是北魏统治者高度重视《真人代歌》
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北魏统治者对《史记》《山海经》等

中原传世文献资料和《真人代歌》这一拓跋鲜卑早

期民间口传资料进行了充分整合与精心建构，最

终通过北魏国史书写的形式，建构了拓跋鲜卑源

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

述体系，缓解了北魏统治者所面临的民族身份困

境，促进了北魏治域内的民族融合，推动中原汉人

特别是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身

份认同。与此同时，北魏统治者保留拓跋鲜卑的早

期历史记忆，尊重拓跋鲜卑部人对祖先的情感认

同，从而增强了拓跋鲜卑部人的凝聚力，巩固了北

魏统治。对于不符合统治者政治需要和拓跋鲜卑

部人情感需要的族源叙述，北魏统治者一律加以严

厉禁绝，例如对传播拓跋鲜卑为李陵后裔的行径予

以严惩，“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14］( P． 993)。通过

实行系列文化整合措施，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记忆

不仅没有被废弃或忽略，而且得以保留、改造、转

化和提升，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鲜血液，与中原文

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靓丽图景。
二、“代”“魏”新旧国号的整合

国号是王朝的身份标识，是标榜正统、凝聚人

心的政治符号，是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北魏最初以“代”为国号，入主中原以后，大部分时

期实行“代”“魏”新旧国号兼用的做法，这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是北魏统治者对北疆各族

早期历史记忆与中原文化进行整合的重要体现。
对北疆各族特别是拓跋鲜卑而言，“代”这一

国号蕴含悠远的历史记忆，凝聚了北疆各族关于

云代、北土的深厚的乡土情结。拓跋氏以“代”为

国号始于西晋末年。永嘉四年( 310) ，拓跋鲜卑首

领猗卢因拥晋之功，被晋怀帝封为大单于、代公;

建兴三年( 315) ，晋愍帝封其为代王，“置官属，食

代、常山二郡”［5］( P． 9) ，由此形成代政权的雏形。以

“代”为国号显然与封地包含代郡有关，其中蕴含

鲜明的地域内涵。东晋太元元年( 376) ，前秦灭代

国，至此代国统治代北之地已有 60 余年。十年

后，前秦统治土崩瓦解，末代代王什翼犍之孙拓跋

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15］( P． 20) ，

成为当时拓跋氏贵族的多支“复国”势力之一。这

表明国号“代”已经成为北疆各族重要的政治历史

记忆，在北疆地区拥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拓跋珪复国三个月后曾“改称魏王”［15］( P． 20) ，开启

拓跋氏以“魏”为国号的序幕，但是随后十余年中，

其国号一直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天兴元年( 398 )

六月，拓 跋 珪 下 诏 议 定 国 号。当 时 群 臣 主 张 以

“代”为国号，理由是“云代”为“世居所生之土”，

是拓跋氏“万世相承”的“启基”之地。［15］( P． 32)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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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臣”主要是拥护和追随拓跋珪开疆拓土、建

立政权的北疆各族功臣勋贵，其中大多数是拓跋

鲜卑贵族。可见对北疆各族而言，国号“代”不仅

具有“云代”地域内涵，而且具有祖居地、发祥地的

神圣意义，承载北疆各族对世代生活的云代、北土

的深厚情感。至孝文帝时期，“元氏受命于云代”
的观念仍在北魏朝堂上被援引和强调［16］( P． 2746) ，反

映了云代、北土情结在北魏政权的深远影响。“魏”
这一国号则蕴含中原汉族士人和拓跋珪对于中华

正统的共同追求。关于这一点，何德章教授已有论

述。［17］就在这次国号讨论中，中原汉族士人崔宏力

排众议，主张以“魏”为国号，理由是拓跋珪所建政

权“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且“夫‘魏’者大名，神州

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18］( P． 621) ，

反映了以崔宏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士人希望将拓跋

氏政权改造为中华正统王朝的政治抱负。拓跋珪

的想法与此合若符契，遂一锤定音，下令“宜仍先

号，以为魏焉”［15］( P． 33)。此后，“魏”成为拓跋氏政

权的正式国号，为北魏君臣广泛使用，出现在北魏

的诏令、上表、史书、个人笔记和墓志铭等官方与

民间文献资料中。
然而国号“代”并未从此在北魏社会中完全消

失，而是大量保留在造像记、墓志铭、寺庙碑记等

民间文字题材中。由国家图书馆编定的《中国历

代石刻史料汇编》数据库中，以“大代”指称北魏王

朝的记录多达 27 条。例如北魏皇家寺庙———嵩山

中岳庙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碑文曰:“煌煌大代，应

期宪章”，意为大代( 即北魏) 膺获天命眷顾;《僧欣

造像记》记载造像时间为“大代太和廿三年”;《魏故

龙骧将军营州刺史高使君懿侯碑铭》记载立碑时间

为“大代正光四年”。④近年来新发现的北魏墓志中

也有不少使用“大代”为国号的资料。如《司马金龙

妻墓志铭》曰“唯大代延兴四年”［19］( P． 35)，《司马金

龙墓志铭》曰“维大代太和八年”［19］( P． 35)，《显祖献

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记载立碑时间为

“大代景明四年”［19］( P． 42)，《武昌王元鉴墓志铭》
曰:“维大代大魏正始四年”［19］( P． 51)。《张略墓志》
曰“惟大代皇兴二年”［20］( P． 49)，《宋绍祖墓志》有

“大代太和元年”之语［20］( P． 50)。由此可见，拓跋珪

下诏以“魏”为国号之后，“大代”在北魏仍然长期

使用，贯穿北魏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以“大代”纪

年的墓志主人大多数为官吏或贵族，其中包括部

分拓跋氏皇族成员，如献文帝之妃侯夫人、武昌王

元鉴等。皇家寺庙的碑记亦堂而皇之地以“大代”

称呼北魏。可见北魏统治者对于“大代”在民间场

合的使用持默许、开明的态度。不仅如此，有记载

表明北魏统治者公开实行过“代”“魏”新旧国号

兼用的做法。拓跋焘在位时期，方士祁纤奏请“改

代为万年”，崔浩认为不妥，曰:“昔太祖道武皇帝，

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

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

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
纤之所闻，皆非正义”［9］( P． 822)。这表明至少从拓跋

珪时期至拓跋焘时期，北魏官方实行“代”“魏”兼

用的做法。结合传世文献资料与石刻资料来看，

北魏入主中原后，“代”主要使用于寺庙碑记、造像

记和墓志铭等民间文字题材中且主要用作纪年，

“魏”则在官方和民间等各种场合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是北

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

果。“代”这一国号承载北疆各族关于代国政权绵

远悠长的早期历史记忆，蕴含北疆各族对云代、北
土这一祖先世居地和发祥地的深厚情感，具有政

治、地域、民族与乡土的多重内涵，在北魏社会特

别是北疆各族群体中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

和深远的影响力。“魏”这一国号则承载北魏统治

者继承中华正统、争为中华之主的远略雄心，寄托

了中原汉族士人尝试改造拓跋氏政权的政治理

想，也反映了他们尝试认同拓跋氏政权的政治心

理。值得注意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双国号”的

做法并非北魏所独有。有学者认为，辽、金、元等

王朝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双国号”现象，形

成“大辽”与“大契丹”、“大女真”与“金国”、“大

元”与“大蒙古国”并用的局面。［21］这些王朝均由

北疆少数民族首领所创建并长期入主中原。由此

可见，文化整合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

统。
三、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整合———以北魏

国家祭祀体系为中心

“北土旧俗”是指历史上北疆各族的传统习

俗，亦被泛称为“胡俗”。它承载北疆各族形成于

塞外的关于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忆，蕴含关于云

代、北土的朴素的乡土情结，具有浓厚的草原地域

特色和游牧民族风格，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北土旧俗广泛渗透在语言、服饰、姓氏、宗教

信仰、祭祀礼仪等方面，例如拓跋鲜卑通行鲜卑

语，亦 称 之 为“北 语”［22］( P． 536) ; 服 饰 为“夹 领 小

袖”［22］( P． 536)，“被发左衽”［14］( P． 983) ，被南朝人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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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索头”［14］( P． 983)。他们崇尚西向祭天。例如拓

跋珪复国、登代王的仪式为“西 向 设 祭，告 天 成

礼”［16］( P． 2735)。在入主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出于争夺

中华正统地位、巩固统治的需要，不断吸收中原文化，

采用中原礼俗。特别是孝文帝大力倡导移风易俗，要

求迁洛的代人“断诸北语，一从正音”［22］( P． 536) ，改穿汉

服，改用汉姓。他还下诏将皇室的鲜卑姓氏拓跋氏改

为“元氏”［23］( P． 179)。在他的要求下，由北土复姓改汉

姓的北疆各族姓氏达一百余个。［24］( P． 3005 －3014) 然而放

眼北魏入主中原后一百余年的整体历程，其文化

政策仍以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为主流，

既积极融入中原礼制，又尊重和保留北土旧俗。
同时以孝文帝亲政时间为界限，表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特点。现试以北魏国家祭祀体系为中心，通

过考察祭天之礼、祭祖之礼和祭祀华夏人文初祖、
圣王先贤及历代帝王之礼等三类典型意义的国家

祭祀礼仪来进行探讨。
祭天之礼是统治者宣扬本朝以及本人获得天

命、位居正统的不可缺少的国家仪式，是建构和强

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秦

汉以后在中原文化中逐渐演变为皇帝的专属权

力。北魏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祭天之礼包括西郊祭

天与南郊祭天、圜丘祭天三种礼仪。西郊祭天具

有浓厚的北土旧俗特点，《魏书·礼志》对其仪轨

与过程有生动的记载，包括放置“木主”、女巫升坛

摇鼓、帝室“十族子弟”七人执酒祭祀、帝后与百官

祭拜等环节。［16］( P． 2736) 自拓跋珪称帝以后，就确立

了“岁一祭”并由皇帝亲祭的制度。［16］( P． 2735) 南郊

祭天和圜丘祭天为中原华夏礼制，二者同样是北

魏国家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兴二年( 399 ) 正

月，拓跋珪举行登基大典，在一系列即位仪式中包

含南郊祭天典礼，当时“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

祖神元皇帝配”［16］( P． 2734)。同年，拓跋珪“冬至祭

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

郊同”［16］( P． 2735)。此后南郊、圜丘祭天遂成北魏定

制并形成以拓跋祖先配祭的成规。孝文帝对圜丘

之礼尤为重视。太和十二年( 490) ，“亲筑圜丘于

南郊”［16］( P． 2741) ; 太和十九年( 495) ，北魏迁都洛阳

后，孝文帝召集群臣，亲自议定圜丘祭天的诸多礼

仪细节。［16］( P． 2752 － 2753) 北魏并行南郊、圜丘两种祭

天典礼的做法，与东晋南朝“郊丘合一”的做法形

成明显区别。有学者指出，这是北魏为了与东晋、
南朝争衡正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

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25］，体现了国家祭天礼

仪的重大政治、文化意义。西郊、南郊和圜丘三种祭

天之礼在北魏长期共存，显示了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

长期交融共存于北魏国家祭祀体系的基本格局。不

过，两种文化类型的祭天之礼的地位具有阶段性变

化。北魏前期，西郊祭天地位较高，一般由皇帝亲祭，

而南郊和圜丘之礼一般是“公卿行事”［26］( P． 2813) ，由有

司代祭。孝文帝亲政后，情况发生逆转，西郊祭天

之礼逐渐没落乃至被废除。太和十八年( 494) ，孝

文帝“诏罢西郊祭天”［16］( P． 2751) ，南郊和圜丘等中

原华夏祭天之礼取得独尊地位并改由皇帝亲祭。
太和十五年( 491) 冬至日，孝文帝“将祭圜丘，帝衮

冕剑舃，侍臣朝服”［16］( P． 2749)。
祭祖之礼是统治者增强血缘认同、历史认同

与政治认同并祈祷祖先庇佑的重要方式。北魏统

治者入主中原后，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引入中原祭

祖之礼，确立七庙祭祀制度。天兴二年( 399 ) ，在

拓跋珪的主导下，北魏“太庙成”［15］( P． 36) ，确立了

北魏七庙祭祀制度的雏形。北魏前期的七庙祭祀

一直是由宗正及祀官主持，从太和六年( 482 ) 开

始，改由皇帝“亲祀七庙”，祭祀礼仪“谨案旧章，并

采汉魏故事”［16］( P． 2740)。这反映了中原礼制在北魏

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北魏统治者始终保留北土旧俗的祭祖仪式，

而且在北魏前期，北土旧俗的祭祖仪式占有较大

比重。拓跋珪在位时期，“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

祀神元以下七帝”［16］( P． 2735) ，由祀官负责祭祀。拓

跋嗣在位时期，开启北魏的白登山庙祭传统并确

立皇帝亲祭之制，“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

牲用马、牛、羊，及亲行貙刘之礼。别置天神等二

十三于庙左右”［16］( P． 2737)。此外，拓跋嗣在位时期，

“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

侍祀”［16］( P． 2737) ，而白登山庙祭始终是北魏的重要

祭祖礼仪之一。泰常四年( 419) 四月，“车驾有事

于东庙，远藩助祭者数百国”［27］( P． 59)。可见白登山

庙祭受到高度重视，其规模堪比祭天大典。康乐

先生认为白登山庙祭即《魏书》中多次提到的“东

庙”之祭，亦即拓跋人的“秋祭”，源自于北亚文化

系 统。［28］( P． 170) 白 登 山 庙 祭“其 用 乐 略 与 西 郊

同”［7］( P． 2827) ，即采用与西郊祭天时相同的音乐，可

知白登山庙祭的仪式确有北土旧俗的元素。北魏

中后期，统治者对于源自北土旧俗的祭祖之礼有

所裁减压缩，但是始终在国家祭祀体系中保留了

一定的位置，白登山庙祭的状况尤具代表意义。
孝文帝亲政后，两次下诏将白登山庙祭由皇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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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改为有司代祭。特别是太和十六年( 492) 十月，

孝文帝在诏书中对白登山庙祭进行严厉、尖锐的

批评，斥 之 曰“白 登 庙 者，有 为 而 兴，昭 穆 不

次”［16］( P． 2750)，“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

之讥”［16］( P． 2751)。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废止白登山庙

祭，只是下令由皇帝亲祭改为“但令内典神者，摄

行祭事”，而祭祀仪轨“可具依旧式”［16］( P． 2751) ，即

仍然保持北土旧俗的风格。这体现了孝文帝对白

登山庙祭矛盾而又谨慎的心态，说明具有北土旧

风的白登山庙祭在北魏社会具有深厚的影响和不

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正如康乐先生所言，“孝文对

北亚祭典采取相当谨慎而有节制的态度。例如上

述的几个诏令中，除了一两项外，并没有废除这些

祭典( 包括白登宗庙祭祀) ，他只是拒绝亲自主祭

而已”［28］( P． 188)。在存世文献中，迄今未发现北魏

废除白登山庙祭的记载。
黄帝、孔子以及尧、舜、禹等华夏人文初祖和

圣王先贤是中原文化的重要象征，对这些历史传

说人物进行祭祀，是认同中原政治统绪与文化、认
同黄帝后裔身份的表现，也是北魏统治者争夺正

统地位的重要方式。从北魏前期开始，对华夏人

文初祖、圣王先贤的祭祀一直是北魏政权中重要

的国家祭祀礼仪。特别是祭祀黄帝、孔子之礼，为

历代北魏统治者所重视。北魏有定期祭祀黄帝的

传统，“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16］( P． 2737)。
太宗拓跋嗣多次派使者祭祀黄帝庙，如“使使者以

太牢 祠 黄 帝 庙”［27］( P． 55)，“遣 使 者 祠 黄 帝、唐 尧

庙”［27］( P． 62) ; 高宗拓跋濬东巡途中“历桥山，祀黄

帝”［16］( P． 2739) ; 拓跋嗣、拓跋焘与显祖拓跋弘均有祭

祀孔子的记载。［16］( P． 2738 － 2739) 孝文帝对祭祀孔子尤

为重视。太和十六年( 492) ，孝文帝亲祭孔子，“亲

拜祭于庙”［16］( P． 2750) ，改变了此前由有司代祭的做

法。与此同时，孝文帝对其他的华夏圣王先贤及

中原王朝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祭祀也非常重视。太

和二十年( 496) ，孝文帝下令祭祀和保护汉、魏、晋
三朝帝陵，“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

陵。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

践蹋”［23］( P． 179)。此举表明北魏统治者以汉、魏、晋
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继承者自居，有从政治与文

化上争夺中华正统的含义。
综上所述，北魏国家祭祀体系是对北土旧俗

与中原礼制进行充分整合的结果，反映了北疆文

化与中原文化在北魏政治文化体系中交融并存的

格局。同时以孝文帝亲政时间为分界点，二者呈

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孝文帝亲政以前，北土旧俗

与中原礼制并重; 孝文帝亲政以后，中原礼制在北

魏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北土旧俗的

地位则呈明显下降趋势。这种状况反映了北魏文

化整合举措的阶段性特点，即北魏前期的文化整

合步伐与力度相对平缓稳健，而孝文帝亲政以后

表现得相对急促。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北土旧俗

与中原礼制始终保持紧密交融、长期共存的状态。
白登山庙祭的保留，尤能反映这一特点。

四、北魏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经验

伴随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的步伐和多元

文化整合的历程，北魏从十六国后期众多政权中

脱颖而出，逐渐形成为一个包含鲜卑、汉、羌、匈

奴、吐谷浑、高车、丁零、柔然等诸多民族的政权，

在纷乱的历史时期成功建立相对稳定的统治，获

得境内各民族、各阶层一定时期的广泛支持和拥

护，形成了以认同北魏王朝为核心的相对稳固的

国家认同。例如作为北魏上层社会精英群体一部

分的中原汉族士人，在北魏前期对北魏统治者心怀

戒备，态度消极。然而随着北魏统治者对历史记忆

的整合程度和整合力度不断推进，他们逐渐从理性

和情感上认同北魏的统治，并积极捍卫北魏的中华

正统地位。杨元慎与陈庆之的南北正朔之争颇为

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南人陈庆之主张以梁朝为

正统，出身于汉魏旧族弘农杨氏的杨元慎只认可北

魏的中华正统地位，认为“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

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

并迹; 礼乐宪章之盛，百王而独高”［29］( P． 107) ，突出体

现了上层社会精英群体主动认同和捍卫北魏王朝

的心理。不仅如此，社会基层群体也对北魏王朝

形成了深厚的认同。北魏时期造像记保留了不少

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例如《比丘惠感造像记》表达

了“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的心愿，这是一个普通

僧人朴素的国家认同表现。《瓽法端题记》表示造

像目的之一是祈愿“皇化层隆，大巍( 魏) 弥历，利

□千基，福钟万代”，造像记内容显示造像主人身

份为“冗从仆射”，这是六品至八品的底层官吏。
《曹望憘造像铭》表达了“愿以建立之功，使津通之

益，仰为家国”的愿望④，造像记内容显示造像主人

为襄威将军、柏仁令曹望憘，县令在北魏时期也是

六品至八品的底层官吏。⑤由此可见，底层官吏、普
通民众和寺庙僧尼等社会基层群体把个人的幸福

和希望与北魏王朝的繁荣安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祈愿国祚绵延，国泰民安。造像记不是官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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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纯粹的私人性质的民间文字，真实反映民间

群体特别是基层群体的精神世界。以上造像记关

于祈祷国祚长久等内容，反映了社会基层群体对

北魏王朝朴素的政治认同与情感依赖，是北魏国

家认同相对稳固的重要表现。
北魏王朝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其取得的成

效，是这一历史时期难得的亮点与焦点。从文化

研究视角来看，北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

于文化整合措施。北魏统治者对北疆各族早期历

史记忆的整合与重构，满足了统治者争夺中华正

统地位、巩固北魏统治的政治需要，满足了中原汉

族士人改造北魏政权的文化心理需求，也满足了

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情

感依恋，从而增强了北魏政权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建构和巩固了治域内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

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

的国家认同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为巩固北魏

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这一系列举措

客观上促进了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凝聚和

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推

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当然，北魏文化整合措施并非十全十美，在孝

文帝统治时期存在操之过急、速度过快等问题，埋

下了北魏末年统治危机的导火线，李克建、张宏斌

等学者对此已有卓见，前已有述，兹不赘言。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内涵上存在高度交叠。北魏统治者对历史

记忆的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蕴含丰富的历史经

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

意义。这段历史昭示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过程中，以下三点值得格外重视。
首先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凝聚。文化

整合措施是历代王朝巩固统治的重要途径，也是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何星

亮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崛起于世界，中

华文明之所能世代延续，“一个重要原因是秦汉以

来的社会和文化大整合。今天，我们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也应高度重视文化整合问题”［30］。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加强各民族的文化整合与凝聚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吸收各民族的优

秀文化养分，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巩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其次应重视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记忆

是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

历史上密切交流交往交融、长期共同奋斗中逐渐

形成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维系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纽

带，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和

精神源泉，值得加倍关注、珍惜与呵护，使其转化

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源泉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

发展的动力。
再次应重视情感认同。情感认同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学者

指出，“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具有普遍性

意义的心理认知，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

人民共同心理特质的彰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核心要素”［31］。重视情感认同因素有助

于增强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使中

华文化成为各民族自觉自愿的心灵归宿与情感依

赖，从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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